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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in Xi’an，this text analyzed intermarriage distance of
migrant workers and factors which affect two generations’intermarriage distanc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termarriage distance between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2nd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2nd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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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通婚圈一直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主题，对通婚圈或通婚距离研究的意义可以从如下几个

方面来理解。第一，通婚距离对于家庭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意义。在传统社会，族亲关系是主轴，
姻亲关系虽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拓展家庭关系的途径，但较族亲关系来讲，其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现
代社会，随着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姻亲关系在家庭关系网络中的作用日趋加强，姻亲关系的强化使

得通婚距离对家庭关系网络的影响作用比传统社会更为明显。通婚距离的远近直接决定了能够获得的
家庭社会网络支持程度。第二，通婚距离对儿童照料和姻亲家庭的养老会产生重要影响。在目前学龄
前儿童照料和养老基本上还是以家庭为主导的情况下，通婚距离的扩大或内卷会直接影响到处于这两

种生命周期家庭的社会支持 ( 尤其是劳动支持) 。第三，通婚距离的扩大会带来婚姻迁移女性的家庭
适应和社会融入问题。我国的“从夫居”传统导致女性比男性面临更多的由婚姻迁移带来的适应问
题，在婚姻迁入地，女性面临着家庭适应和社会适应的双重压力，容易造成家庭矛盾和婚姻迁移女性

的孤独感，她们与娘家的联系也因距离和沟通成本变得困难。
农民工作为城市的外来人口群体，处于家乡和城市的双重边缘位置，通婚距离对他们的影响比起

他们在农村的同伴和土生土长的城市同辈群体更大。鉴于 “同类婚”是婚姻市场的主要特征，农民
工的婚配对象一般都是与自己身份地位相似的外来人口，如果二者是远距离联姻的话，他们就会处于

族亲与姻亲支持的边缘，这种由族亲和姻亲形成的强关系网络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他们来说作用很小，

相反，远距离通婚的农民工家庭在照料和赡养双方父母时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却有所增

加。与男性农民工群体相比，通婚距离的变化对女性农民工群体影响更大，她们既是婚姻迁移者同时
又是劳动迁移者。鉴于通婚距离对农民工个体或农民工家庭的重要影响，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从现有的关于通婚距离的有关成果来看，很少有专门针对农民工的研究。
与通婚距离有关的文献集中在 “通婚圈”、“异地联姻”、“跨地区婚姻”和 “婚姻迁移”等主题

词的文章中。从已有文献来看，关于通婚距离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传统社会的通婚圈
研究。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施坚雅、杜赞奇和王铭铭的研究。施坚雅通过 1949 ～ 1950 年对四
川农村的实地考察后认为，农民的关系网络存在于基层市场社区内，婚姻关系同样也是如此［1］。杜
赞奇则通过分析满铁调查资料 ( 1940 ～ 1942 年) 认为婚姻圈与市场圈只是部分重合，联姻圈有着自
己独立的中心，联姻圈与文化网络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2］。而王铭铭通过对福建的田野调查发现，
传统社会通婚圈与祭祀圈相关［3］。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比较封闭的
状态，通婚距离也集中于较小范围。同时，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科学的沉寂几乎也没有什么相应的研究
成果。
二是改革开放后的通婚圈研究。学术界对通婚距离的再一次关注是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 1980

年代农民进城务工后，这时的研究加入了社会学的视角，大都是将社会流动与通婚距离的变化联系起

来，探讨社会结构转变背景下的通婚距离的变化趋势和变化原因。关于通婚距离的变化趋势可以概括
为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改革开放后农村通婚距离缩小，如邱泽奇、丁浩对湖北农村的调查，得
出了随着年龄的减小，近距离婚嫁者增多的结论［4］。吴重庆通过对莆田孙村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
结果［5］。持此观点的还有周丽娜等人和新山［6 ～ 7］。关于通婚距离变化趋势的第二种观点是在社会流动
背景下，通婚距离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代表性的有甘品元对卢屯的研究，他发现毛南族人的婚姻呈现

先内卷后扩大的趋势［8］。周皓和李丁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全国各省的通婚距离进行分析后认
为，总体上各地的通婚距离都呈现扩大趋势［9］。持此观点的还有周旗、王金玲、田先红等人［10 ～ 12］。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改革开放后通婚距离呈现内卷与扩大并存在的情况，如韦美神对广西 L 屯的研究
就属于这种情况［13］。造成通婚距离变化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户籍的作用。陆益龙
认为户籍隔离是形成城乡二元通婚圈的主要原因［14］。第二，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一方面会造成通婚
圈的扩大，即经济条件差的地方女性远嫁使得通婚圈扩大; 另一方面也可以造成通婚圈的内卷，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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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条件好的地方，通婚距离却在缩小，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许多女性不愿外嫁，造成同村婚的增

加。第三，外出务工。许多研究者都提到了外出务工对农村通婚距离的影响，并认为外出务工主要造
成了通婚距离的扩大。
从目前已有的通婚距离研究成果来看，大都是以村庄为分析单位，研究村庄范围内的通婚距离变

化，最多是将外出务工作为一个影响农村通婚距离的因素。这种研究的一个缺陷就是容易受到村庄特
征 ( 村庄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 的影响，对不同村庄的研究很容易得出不同的结论。也有学者利
用普查数据分析了宏观层面 ( 国家和省份层面) 的通婚距离变化，这种研究可以从更普遍的意义上

解释通婚距离的变化情况，但它是针对所有人口的研究。为了了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通婚距离变
化情况，本文从实地调查数据出发，将农民工置于城市这一空间，从代际差异的视角对农民工的通婚

距离进行研究，了解新老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变化情况及影响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因素的差异，并

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补充。

二、农民工通婚距离的代际差异分析
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资料来源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西部项目 “空间隔离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课题组

于 2012 年 7 月在陕西省西安市所做的调查。调查对象为非西安市区农村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按照
“差异最大化”原则，运用街头拦截和入户调查方法在西安市城六区 ( 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雁
塔区、未央区、灞桥区) 共向外来务工人员发放问卷 550 份，其中有效问卷 497 份，有效率 90. 4%。

2． 概念界定及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1) 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20 世纪 80 年代初，农民开始外出务工，这一时期的农民工

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大都具有务农经历，许多人都是在婚后才外出，他们虽然在城市工作，但

务工初期生活的重心仍然在农村，城市只是他们赚钱的一个场所。到 1990 年代中期，市场经济的发
展使得社会流动进一步加剧，外出务工从小规模现象变成了普遍现象，这一时期，农民工的构成主体

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许多农村家庭的子女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城市打工，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

历或仅在课余时间有过零星的务农经历。学者们对农民工群体的这种差异进行了区分，将该群体分为
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 ( 或第二代农民工) 。本研究中关于两代农民工的界定采用王春光提出
的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的划分标准，将出生于 20 个世纪 80 年代及以后，大概在 1990 年代
中后期以后外出的进城打工者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工，将 1980 年代以前出生，大概在改革开放后即外
出务工的农村户口外出打工者界定为第一代农民工。本研究的调查时间为 2012 年，依据这一划分标
准，第一代农民工年龄在 32 岁以上，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在 32 岁及以下。在本次调查中的 497 个样本
中，包括了已婚和未婚的农民工，因为通婚距离只对已婚者适用，因而对样本进行筛选，其中共有已

婚者 285 人，以下的分析都是针对这 285 人进行的。
两代农民工的样本构成情况为第一代农民工 163 人，占样本总数的 57. 2%，新生代农民工 122

人，占样本总数的 42. 8%，其基本特征如表 1 所示。
( 2) 通婚距离。通婚距离是指缔结婚姻的双方婚前所在家庭距离的远近。在已有的研究中，通

婚距离界定的方法有三种。一是使用具体的公路里程来衡量，即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原来家庭相距多
少公里，这种测量方法从理论上可以精确测量出两人的通婚距离，但在实际调查中却经常因为被调查

者不清楚具体里程而无法获得精确数据，尤其是通婚距离较远时回答的准确性更低，另外，在现实

中，存在着实际距离近但到达不方便和虽然距离较远，但通达性比较好的情况，因而以公路里程表示

的距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具有必然的交通上的意义。第二种用来衡量通婚距离的指标是行政区划，这
种测量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简单易行，被调查者回答过程中不会出现大的误差，但测量比较模糊，无

法真正反映出距离的远近，尤其是当被调查者处于两个行政区交界处时，这种方法得到的数据会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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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婚距离，这种测量方法还面临同样通婚等级但实际距离差异较大的情况，如同样是跨省婚姻，邻近

省份与远距离省份的实际距离差异可能会很大。虽然存在缺陷，但这种以行政区作为通婚距离远近测
量标准的方法在实际中还是比较常用。第三种方法是使用现有交通工具条件下的到达时间来衡量，这
种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以上两种方法的不足，但实际中很少被使用。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 %，元

变量
所有农民工
百分比 ( 均值)

第一代农民工
百分比 ( 均值)

新生代农民工
百分比 ( 均值)

性别 ( N =285) 男 53. 3 55. 8 50. 0
女 46. 7 44. 2 50. 0

教育程度 ( N =284) 初中及以下 52. 1 64. 8 35. 3
高中及以上 47. 9 35. 2 65. 7

家庭背景 ( N =281) 男方好 21. 7 16. 9 28. 1
女方好或相当 78. 3 93. 1 71. 9

月收入 ( N =269) 2501. 3 2292. 3 2764. 9
务工地 ( N =284) 省内 68. 3 67. 3 69. 7

省外 31. 7 32. 7 30. 3
是否有务农经历 ( N =284) 有 65. 5 79. 6 46. 7

没有 34. 5 20. 4 53. 3
外出时间 ( N =277) 婚前外出 51. 2 34. 4 74. 4

婚后外出 48. 7 65. 6 25. 6
认识方式 ( N =281) 传统 43. 1 57. 5 24. 0

非传统 56. 9 42. 5 76. 0
结婚年代 ( N =278) 1980 年代以前 4. 0 6. 8 0

1980 年代 17. 6 30. 4 0
1990 年代 28. 4 45. 4 5. 1
2000 年代 34. 5 14. 3 62. 4
2010 年代 15. 5 3. 1 32. 5

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即用行政区划作为通婚距离远近的衡量指标，由近

而远将通婚距离依次分为同村、同乡不同村、同县不同乡、同市不同县、同省不同市、不同省六个等
级。两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 个，%

通婚距离
第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 所有农民工

个案数 百分比 个案数 百分比 个案数 百分比

同村 29 18. 01 11 9. 02 40 14. 13
同乡不同村 54 33. 54 23 18. 85 77 27. 21
同县不同乡 22 12. 66 10 8. 20 32 11. 31
同市不同县 19 11. 80 13 10. 66 32 11. 31
同省不同市 23 14. 29 39 31. 97 62 21. 91
不同省 14 8. 70 26 21. 31 40 14. 13
合计 161 100. 00 122 100. 00 283 100. 00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近距离通婚中 ( 同村、同乡、同县) ，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要高于新生代农
民工。在跨县以上的通婚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 第一代农民工跨县以上
通婚的占 34. 79% ( 11. 80% +14. 29% +8. 70% ) ，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一比例则达到 53. 94%。在
跨市和跨省通婚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更是远远超过老一代农民工。但这种直观上的差别是否意味
着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存在不同，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检验。由于通婚距离为定序变量，需要对其进行
两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结果为 z = － 5. 003，Prob ＞ | z | = 0. 0000，因而拒绝
原假设 ( H0 : 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相同) ，说明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通

婚距离上存在显著差异，即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要大于第一代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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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以下将建模型对影响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进行分析。建立模型时，将因变量归为两类: 将

“同村”、“同乡不同村”和 “同县不同乡”视为近距离通婚，赋值为 0，将 “同市不同县”、“同省
不同市”和“不同省”视为远距离通婚，赋值为 1。建立 Logistic 模型分别对影响两代农民工通婚距
离的因素进行分析和比较，分析导致农民工通婚距离代际差异的原因，详见表 3。

表 3 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影响因素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模型 1
( 所有农民工)

模型 2
( 第一代农民工)

模型 3
( 新生代农民工)

性别 ( 男 = 1) － 0. 608 － 0. 210 － 1. 211*

( － 1. 87) ( － 0. 48) ( － 2. 18)
年龄 ( 岁) 0. 001 － 0. 040 0. 032

( 0. 04) ( － 0. 84) ( 0. 32)
教育程度 ( 高中及以上 = 1) 0. 588 1. 043* 0. 110

( 1. 88) ( 2. 44) ( 0. 21)
家庭背景 ( 男方好 = 1) － 0. 261 － 0. 721 － 0. 029

( － 0. 71) ( － 1. 26) ( － 0. 05)
是否省内务工 ( 省内 = 1) － 0. 144 0. 409 － 0. 847

( － 0. 43) ( 0. 87) ( － 1. 46)
是否有务农经历 ( 有 = 1) － 0. 698* － 0. 952 － 0. 433

( － 2. 12) ( － 1. 90) ( － 0. 90)
月收入对数 0. 405 0. 513 0. 274

( 1. 41) ( 1. 26) ( 0. 59)
外出打工时间 ( 婚前外出 = 1) 1. 019＊＊ 0. 722 1. 467＊＊

( 2. 95) ( 1. 56) ( 2. 59)
认识途径 ( 非传统 = 1) 1. 218＊＊＊ 0. 832* 2. 065＊＊＊

( 3. 82) ( 2. 04) ( 3. 61)
结婚年代 0. 169 － 0. 154 0. 927

( 0. 55) ( － 0. 38) ( 1. 66)
_cons － 4. 395 － 2. 690 － 7. 505

( － 1. 36) ( － 0. 59) ( － 1. 29)
N 258 145 113
Pseudo R2 0. 2263 0. 1943 0. 2241
Prob ＞ chi2 0. 0000 0. 0001 0. 0003

注: * 、＊＊和＊＊＊分别表示在 0. 005、0. 01 和 0. 001 的水平上显著 ( 双尾检验) ，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

模型 1 是所有农民工通婚距离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从数据可以看出，影响农民工通婚距离
的有务农经历、外出时间和认识途径三个因素。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有务农经历的农民工比起
没有务农经历的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会下降 50. 2% ( 1 － exp ( － 0. 698) ) ，务农经历会延长农
民工在农村的停留时间，务农时间越长，则在家乡成婚的可能性越大; 婚前外出的农民工远距离通婚

的几率是婚后外出农民工的 2. 77 倍 ( exp ( 1. 019) ) ，这是因为外出务工会扩大农民工的交往圈，择
偶时选择远距离对象的机会大大增加，从而使其通婚距离扩大; 夫妻双方的认识途径对农民工通婚距

离也有显著影响，通过非传统方式认识的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是通过传统方式认识的农民工的

3. 38 倍 ( 在本文中，将亲戚介绍、父母介绍、媒人介绍这三种方式归为传统方式，而将朋友介绍、
同事介绍、同学介绍、工作中认识、网上认识、旅途中认识等归为非传统方式) 。
从第一代农民工模型 ( 模型 2) 可以看出，在影响第一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中有教育程度和

认识途径两因素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学历越高，远距离通婚的几率越大，高中及高中以上学历的第一

代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是高中以下学历者的 2. 84 倍; 通过非传统途径认识的第一代农民工远距
离通婚几率是通过传统途径认识者的 2. 30 倍。
新生代农民工模型 ( 模型 3) 显示，对新生代农民工通婚距离有影响的因素为性别、外出打工时

·76·



间 ( 即婚前外出打工还是婚后外出打工) 、认识途径。其中，新生代男性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比
女性低 70. 2%，对于男性来讲，在存在婚姻挤压的情况下，如果缺乏在城市婚姻市场中竞争的资本，
来自贫困地区的男性务工者更有可能回乡娶亲，对女性来说，这方面的压力会小很多。婚前外出的新
生代农民工远距离通婚几率是婚后外出者的 4. 34 倍，通过非传统途径认识的新生代农民工远距离通
婚的几率是通过传统途径认识者的 7. 89 倍。
比较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可以发现，影响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

素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首先，教育程度对第一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存在影响。而对新生代农民工则
没有影响。从调查数据来看，在第一代农民工中，高中以下学历者大都是县内通婚，跨县通婚的比例
仅为 24. 8%，高中以上学历者跨县通婚的比例为 52. 6%，高中及以上学历者与高中以下学历者相比，
跨县通婚比例增加了 27. 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高中以下学历者跨县通婚比例为 51. 6%，高中
及以上学历者跨县通婚比例为 70. 8%，后者比前者增加 19. 2%，这说明在农村社会日渐开放、人们
交往圈普遍扩大的情况下，通过求学扩展交往圈的效果已经被其他因素所消解。第一代农民工大都出
生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求学于七八十年代，这一时期整个农村社会相对还比较封闭，人与人之间
的交往大都基于地缘或血缘关系，通过教育形成的学缘关系就成为比较重要的一个拓展交往圈的渠

道，教育程度越高，同学关系越广，对于个人来讲，客观上就会形成一个较大的可供选择的婚姻市

场，因而教育程度高与教育程度低的人在通婚距离上存在显著差异; 而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是在 1990
年代或 2000 年代求学，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已经卷入市场经济体系中，已经比较开放，农村人的交
往也早就突破了地域和血缘关系的局限，通过接受更高的教育而拓展交往空间的作用不像第一代农民

工那么明显。其次，婚前外出还是婚后外出对新生代农民工有影响而对第一代农民工影响不显著。这
主要是因为第一代农民工大都是在婚后才外出的，婚后外出者占第一代农民工的 65. 6%，许多即使
外出时未婚的第一代农民工，到了婚嫁年龄也都返乡结婚，返乡结婚者占外出时未婚人口的 46. 3%
( 这里将婚前外出的第一代农民工中县内通婚的视为返乡结婚) 。这可能是因为第一代农民工在外出
时大都是怀着进城赚钱的目的，城市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工作场所，他们的生活重心还在农村，因而

在选择婚配对象时更多还是倾向与自己来自同一地方的人。而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是毕业后就进入城市
工作，缺乏真正的农村生活经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过务农经历的仅有 46. 7%，而第一代农民
工这一比例为 79. 6%。虽然生活在农村，但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工作之前的生活经历与城市中的同龄
人相差并不是很大，他们并不天然地认为自己的未来在农村，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将城市当成自己的未

来归属，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仅有 12. 5% ( 根据所有个案计算，样本 N = 497) 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来
愿意回到农村，这种心理上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别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配偶时不会过多地受地缘

观念的影响，因而远距离通婚的比例大大增加。
对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均有影响的因素是认识途径，但影响程度却存在差异。对第一代农民工来

说，通过非传统方式认识者的远距离通婚几率是通过传统方式认识者的 2. 30 倍，而对于新生代农民
工，这一数字为 7. 89 倍，这说明非传统认识方式对拓展新生代农民工通婚圈的作用更大。究其原因，
可能与各种非传统方式所代表的内涵不同所致，虽然均为非传统方式，但非传统方式种类多样，尤其

是一些新兴的非传统方式如网上、游玩聚会中结识等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常见，这
些非传统方式往往更能突破地域和亲缘的限制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形成更大的交往圈。另外，像同事
介绍、朋友介绍等这些非传统方式在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那里意义也有所不同。从调查数据
来看，在老一代农民工获得工作的方式中，亲友介绍或安排的比例要高于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

工通过中介、直接应聘以及学校组织获得工作的比例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获得工作的不同途径决定
了两代农民工的业缘和友缘关系存在很大差异，老一代农民工大都通过非正式网络获得工作，其业

缘、友缘与地缘、血缘重合较多，相应的，通婚圈也大都集中于这些关系网络。而新生代农民工在获
得职业的过程中，正式网络 ( 注: 在本文中，将学校或政府组织、通过劳务市场或中介以及直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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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称为正式网络途径。) ———也就是弱关系起的作用更大，这种网络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形成更大的
超越地缘、血缘的关系网，客观上也扩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圈。

四、结论与小结
通过对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进行比较并对影响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

下结论。首先，从总的情况来看，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工的通婚距离越来越远，两代农民工的通婚
距离存在明显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远远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其次，虽然通过求学或接受教
育而形成的同学关系在农民工选择配偶时作用仍然非常重要，但在整个社会日益开放的今天，这种方

式在扩大婚配对象范围上的作用逐渐降低，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通过更多其他方式来拓展

自己的交往圈，扩大通婚半径。再次，外出务工能够极大地拓宽农民工的通婚圈，这从外出务工前结
婚的农民工的通婚距离要小于外出务工后结婚者可以看出。最后，相对于传统的婚姻缔结方式，非传
统方式对于扩大两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影响

更大。
虽然有一些针对村庄个案的研究认为通婚距离并不必然呈现扩大化的情形，但将目光放到更大空

间时，大都会得出通婚距离扩大的结论，尤其是对于外出时未婚的农民工来说，通婚距离的扩大是不

争的事实。通婚距离的扩大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也可以防止传统农村因近距离通婚而形成错综复杂
的家族势力对村庄事务的干预。但通婚距离的扩大也必然会带来传统婚配格局下所不曾面临的问题，
如婚姻的稳定性、迁移后的家庭适应及社会适应、老人赡养和低龄儿童照料等，这些问题在远距离通
婚的农民工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对通婚距离的研究不应止于通婚距离变迁，而要进一步将
通婚距离与其所带来的新问题结合起来，这些都有待在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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